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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是部分地区先行先试、

积累职业教育改革经验的重要方式。在职业教

育领域，通过政策试点的方式推动改革是我国

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手段。重视职业教育政策

试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一

项新的职业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需要在小范围

内进行测试，以观察实际效果并完善职业教育

改革方案；第二，当一项职业教育改革关涉众

多群体利益时，最初不宜大范围推行，需要在

小范围内试行，这样可以为职业教育改革留有

余地，而且容易在不同群体之间达成一致；第

三，我国国土面积广大，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

异明显，有些职业教育政策不一定能在所有地

方同时实施，就需要通过试点的方式分地区、

分时段的差异化推进；第四，当自下而上推动

职业教育改革的意愿较为强烈时，可以先通过

政策试点缓解压力，再根据政策试点情况研究

制定后续的政策。

近年来，学者们对本科职业教育试点（方

泽强 & 刘星，2020）、现代学徒制试点（杜启

平 & 熊霞，2015）、“1+X”证书制度试点（张

国民，2022）等不同实践样态的职业教育政策

试点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与此同时，随着职业

教育政策研究的深入，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理

论探讨也有所增加。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政策

试点是指在正式政策出台之前，在小范围内检

验政策方案合理性而进行的政策活动 （崔志

钰 等，2021）。也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政策试

点是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一种制度创新，而且

已经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常态化手段（兰

慧君 等，2022）。还有学者通过总结新中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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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特征与经验，发现

先进行职业教育政策试点再扩散推广的渐进式

职业教育改革模式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

重要特点（郭文富 & 马树超，2019）。

认真审视这些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者关注

的重心是各种职业教育政策试点实践样态本身

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方向，并未将其上升到理论

层面进行探讨。即使是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理

论探讨，也只是根据我国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

实践经验总结试点的发生原因，然后分析存在

的问题，进而提出改进建议。而且，既有研究

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政策试点赋予地方政府的政

策空间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协商的能力。

因此，本研究着重探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过程

中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互动与博弈，从政

策试点的发起方式和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间两个

维度建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分析框架，对职

业教育政策试点模式进行划分，阐释不同职业

教育政策试点模式的内涵与特征，并通过典型

案例进行解读。

二、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制度逻辑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职业教育政

策试点都面临着所属疆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挑

战，不同国家或地区因其地理环境、人口规

模、经济水平、职业教育治理模式的不同，所

面临的具体困难和挑战也就不同。其中，职业

教育治理模式决定了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机制的

优势、困难和挑战，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职业

教育治理模式往往与其政治体制紧密相关。考

察影响职业教育治理模式的政治体制因素主要

有两条线索：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

权责划分，二是政府与职业院校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第一条线索，即中央政府

与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过程中的权责

划分。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之下，中央政府

与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中遵循怎样的

制度逻辑？这是我们研究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

切入点和出发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

经历了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变化

（渠敬东 等，2009）。就职业教育治理而言，

也必将走向“技术治理”，然而，在“中央放

权的竞赛模式”（周飞舟，2009）下以政策文

件为依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业教育

治理职权，地方政府虽然获得了更多的权力，

但经常出现权力被中央政府收回的现象，致使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治理中的协商

与博弈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常

态，这也是影响职业教育政策试点过程中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互动的核心制度逻辑。

（一） 中央政府的制度逻辑

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过程中，中央政府的

行动策略和行动过程为：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

初期，根据职业教育改革的紧迫程度以及政策

方案的制定与否，中央政府选择采取观望的态

度为地方政府提供足够的政策空间或者采取管

制的态度限制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间；在职业教

育政策试点发展期，可能出现多个试点区之间

的竞争，并定期向中央政府汇报工作进度；在

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经验总结期，中央政府根据

政策试点的成效，有选择性地将政策试点的部

分内容上升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政策，并推动

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韩双淼，2020，pp.34-

37）。对于取得良好效果的政策方案，中央政

府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并提供给地方政府

更多的政策空间，支持和鼓励地方政府在原有

职业教育政策试点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为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提供更多的经验积累和政策借

鉴。

中央政府确定的政策目标是职业教育政策

试点合法性的根本来源，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

政府间借助政策试点实现改革信息传递的关键

渠道。依据不同职业教育政策试点地区的职业

教育发展现状和经济发展水平，教育部等部委

结合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制定职业教育政策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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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原则。基于此，职业教育政策试点地区结合

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初步制定政策方案，并努

力将地方政府的政策需求融入政策方案之中。

而后，经过教育部等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反复协

调、沟通、博弈、妥协等过程，形成最终的职

业教育政策方案，并在上报中央政府得到正式

的“批复”后，发布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协

议”或“实施意见”，成为职业教育政策试点

的指导性文件（朱旭峰 & 张超，2020）。

当职业教育改革的战略地位较高时，中央

政府会限定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间，强化权威调

控，通过制定政策方案、检查监督、物质支持

和组织支持等方式直接干预地方政府的职业教

育政策试点过程（李阳，2020）。当职业教育

改革不急迫，或者不确定性较强时，中央政府

会给予地方政府充足的政策空间，弱化权威调

控，通过试点倡议、等待成效、延迟推广等方

式间接参与地方政府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过

程。在一些涉及职业教育创新的改革中，中央

政府鼓励地方政府自主探索，但并不急于将试

点成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而是对多个地方的

职业教育政策试点进行观望，并经过多轮的政

策试点之后，再选择下一步的职业教育改革方

向。事实上，当中央政府直接或间接参与职业

教育政策试点时，对职业教育改革的权威调控

主要强调政治性调控，通过强化中央政府介入

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政治信号，高位推动职业

教育改革（李娉 & 邹伟，2022）。

（二） 地方政府的制度逻辑

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过程中，地方政府的

行动策略和行动过程为：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

初期，地方政府通过分级分批试点的方式尽量

规避职业教育改革风险；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

发展期，地方政府通过调整、修正职业教育政

策方案等方式提升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有效性

（李智超，2019）；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经验总

结期，地方政府通过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

机构合作的方式进行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经验

总结，并通过学术会议、政策咨询报告、新闻

报道等方式推广地方职业教育改革经验。为了

获得中央政府的认可，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政

策试点中，一方面根据中央政府的政策试点目

标完善政策方案，另一方面则在与中央政府的

互动中争取上级政府的组织支持或上级领导的

个人支持。

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发生动力可

以区分为发展型动力、竞争型动力和压力型动

力三种类型。发展型动力源于地方政府对于职

业教育政策试点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

的诉求；竞争型动力源于地方政府之间的“晋

升锦标赛”（周黎安，2007）；压力型动力源于

压力型体制下的央地互动 （荣敬本，2013）。

此外，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和提拔制度以及地

方官员的价值选择和事业规划等因素，也会影

响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启动。在地方政府推行

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对政策

试点的阻止、默许、推广将会分别导致职业教

育政策试点行为的停止、继续和扩散。职业教

育政策试点能否在大范围内扩散的关键在于地

方政府能否获得中央政府对其职业教育政策方

案的认可，质言之，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扩散

是央地政府之间共同需要的结果。

由此，我们发现，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扩

散成效主要取决于政策试点风险和政策试点收

益两个要素。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风险越低，

这项政策试点的继续和扩散的概率就越高。职

业教育政策试点的成效越高，即政策试点收益

与政策试点成本之间的差距越大，这项政策试

点的继续和扩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风险比

较高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只有在能够产生明

显的正效益的时候，才能够继续和扩散。那些

最终能够得到扩散并生成制度的职业教育政策

试点，均是既能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性政

策方案，又能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改革目标相

符合，从而在更深层次锁定了中国职业教育改

革的渐进性。对于那些风险和收益都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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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央地政府之间可以达成

某种共识，维持政策试点在一定限度内，使之

成为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缓冲器”。通过这

种方式，职业教育政策试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体

现了区域性职业教育改革的宏观意义 （景跃

进 等，2016，p.219）。

三、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分析框架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职业教育政策试点可

以由中央政府发起，也可以由地方政府发起。

而且，在不同的制度逻辑下职业教育政策试点

的政策空间也不同。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的关系，政治学中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

其中，“委托—代理”理论影响较为深远，该

理论将中央政府视为“委托人”，将地方政府

视为“代理人”，认为中央政府拥有政策制定

的最终权威，地方政府有责任执行和落实上级

政府的政策（周雪光 & 练宏，2012）。对于我

国而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典型的

“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政

策试点中的权力主要由中央政府给予和确定，

两者共同影响着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模式。如果

使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职业教育政策试

点，前提假设就是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

不仅拥有明确的政策目标，而且给定了具体的

政策工具（李兆友 & 郑晓敏，2022）。但在职

业教育政策试点实践中，由于决策者的有限理

性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的影响，职业教育政策试点过程中的政策目标

和政策工具并不总是十分明确。之所以会出

现这种问题，是因为不同职业教育政策试点

的发起方式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间均有所

差异。

（一） 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框架建构

根据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发起主体，职业

教育政策试点的发起方式可以划分为“中央指

定”和“地方自主”两种类型。由“中央指

定”发起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是指基于中央政

府的顶层设计，由中央政府发起并选择特定地

方进行试点的自上而下的职业教育改革。这一

类型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所涉及的政府部门一

般较少且比较单一，主要是为了回应某一特定

群体的利益诉求或解决某一特定职业教育问题

（刘宏玉 & 范炳良，2019）。由“地方自主”

发起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是指地方政府自主发

起并试图将其纳入中央政府政策议程，进而扩

散全国的自下而上的职业教育改革。这一类型

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所涉及的地方政府部门一

般较多，主要是为了探索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径。

虽然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主要目的是扩散

推广，但并不是所有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都是

以解决全国性的职业教育问题为主要目标。我

国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某些问题主要发生在特定

地区或特定领域，地方政府缺乏试点的意愿或

能力，需要由中央政府发起试点。而且，涉及

全国层面的职业教育改革也需要由中央政府发

起试点。同时，允许地方根据区域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进行职业教育改革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的

现实需要。不同区域需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

特点和优势确定自身的职业教育发展方式，这

些职业教育政策试点主要由地方政府发起。需

要注意的是，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发起方式不

仅指向率先发起政策试点的政府机构层级，更

影响着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的可能性和方

式。当职业教育政策试点取得一定成效之后，

可以将其由点到面进行推广，伴随着职业教育

政策试点的示范推广和政策修正，这一项职业

教育政策试点可能进入政策议程，形成国家层

面的职业教育改革方案，引发全国层面的职业

教育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职业教育政策

试点的“中央指定”发起方式和“地方自主”

发起方式将会合二为一。

政策空间是职业教育政策实践活动中对象

化的介质和介质化的对象，即政策边界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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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曹雁飞，2017，p.23），主要涉及地方

政府在职业教育政策实践活动中调配资源的权

力以及政策工具选择的权力。政策空间的大小

决定了职业教育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对于职

业教育政策执行的力度和节奏十分重要（张启

迪，2022）。需要明确的是，对于地方政府而

言，政策空间除了受正式制度的约束以外，更

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给予或默许地方政府的政策

变通空间。在某些职业教育政策试点中，中央

政府将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间限定在一定范围之

内，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间相对较小。而在另外

一些职业教育政策试点中，中央政府给予地方

政府的政策空间则较大，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区

域发展实际情况自由选择试点领域和试点方

式，由此形成了地方政府界限各异的政策空

间。因此，我们基于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发起

方式和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间构建了分析职业教

育政策试点的“发起方式—政策空间”框架。

（二） 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模式分类

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模式是在试点发起方式

和地方政府政策空间两个因素影响下的结果，

这两个因素通过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形成

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理想模式。在进行职业教

育政策试点时，需要根据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

发起方式和地方政府政策空间大小选择试点模

式，以使所选择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模式符合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要求和期待。利用“发

起方式—政策空间”框架，从发起方式和政策

空间两个维度可以将职业教育政策试点划分为

具有代表性的四种理想模式（见表1）。

表1 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四种理想模式

1. 指令型试点

指令型试点以“中央指定”的方式发起，

是中央政府指定地方政府进行职业教育政策试

点的过程，是中央政府有意识、有规划、有步

骤发起的职业教育改革。该模式的核心特征

是：中央政府发起政策试点，政策目标十分明

确，用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的政策工具相对确

定，被选定的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间相对较小。

政策目标的明确意味着职业教育政策试点参与

者都明确自身的职责与任务，同时，政策工具

的明确也意味着资源配置的确定。因此，指令

型试点拥有一套相对稳定的运行程序来推进职

业教育政策试点工作。在指令型试点模式中，

为了推动职业教育政策目标的落实，中央政府

给予地方政府明确的政策工具，地方政府只需

要按照中央政府给定的政策目标要求按部就班

地进行职业教育政策试点。职业教育政策试点

取得一定成效后，会作为引领全国职业教育改

革的样板或标杆。如若职业教育政策试点并未

取得理想效果，则可能会被搁置或终止，也可

能会引起新一轮的政策试点。这种模式的职业

教育政策试点适用于全局性的、战略性的、根

本性的职业教育改革，且多见于一项职业教育

改革的后期。就此而言，指令型试点的主要目

的在于通过典型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推进职业

教育改革。

2. 授权型试点

授权型试点以“中央指定”的方式发起，

是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下授权地方政府进行职

业教育政策试点的过程。该模式的核心特征

是：中央政府发起政策试点，政策目标相对明

确，用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的政策工具并不明

确，被选定的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间相对较大。

政策目标的明确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明确自身在

职业教育政策试点过程中的职责和任务，但

是，政策工具的不明确使得资源配置缺乏稳定

性。因此，授权型试点的运行程序会因资源配

置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授权型试点模式中，

中央政府授权地方政府在其辖区内进行政策试

点，并给定明确的政策目标。获得中央政府授

发起方式

中央指定

地方自主

政策空间

小

指令型试点

探索型试点

大

授权型试点

开放型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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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地方政府将职业教育政策试点作为一项重

要政策议题，并根据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选择

政策工具。在试点结束之后，中央政府需要根

据最初的政策目标对不同地方政府提供的政策

方案进行筛选，最终选择符合其政策目标的政

策方案并予以确认，并由点到面逐步推广。当

然，有时候中央政府也会为不同地方政府设置

不同的政策目标，以便为最终确定政策方案提

供经验支撑。这种模式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多

见于职业教育改革前期，前置经验的缺乏使得

中央政府需要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探索解决问题

的政策方案。就此而言，授权型政策试点的结

果可以理解为是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宏观指导

下积极探寻职业教育改革路径的产物。

3. 探索型试点

探索型试点是以“地方自主”的方式发

起，是地方政府主动探索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

职业教育政策试点过程。该模式的核心特征

是：地方政府发起政策试点，政策目标相对明

确，用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的政策工具相对稳

定，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间相对较小。需要明确

的是，在探索型试点中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间较

小是因为地方政府已经有了相对明确的政策目

标和政策工具，而不是因为中央政府的限定。

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明确使得地方政府能够

明确自身的职责与任务，也能够确定资源配置

的种类和数量。因此，探索型试点的运行程序

也相对较为稳定。在探索型试点模式中，地方

政府一方面根据本区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实践

中总结、提炼出的经验进行政策试点，另一方

面充分借鉴吸收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实践经验

进行政策试点，为探索解决职业教育问题的政

策方案提供了多条路径，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选择。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政策试

点拥有最终评价权，获得中央政府认可的职业

教育政策试点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扩散推广，

反之则会致使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搁置或停止

（杨宏山 & 李娉，2022）。这种模式的职业教

育政策试点多见于地方政府发起某项职业教育

改革的中后期，其目的是形成职业教育发展的

地方特色。

4. 开放型试点

开放型试点是以“地方自主”的方式发

起，是地方政府创新性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过

程。该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地方政府发起政策

试点，政策目标相对明确，用以解决职业教育

问题的政策工具不确定，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间

相对较大。政策目标的明确使得地方政府清晰

自身的职责与任务，但是政策工具的不明确使

得资源配置相对不稳定。因此，开放型试点的

运行程序也会因为资源配置的变化而变化。在

开放型试点模式中，职业教育发展较好的区域

的地方政府拥有政策创新的意图和能力，可以

根据地区经济发展需要提出政策目标，自行组

织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由于有着良好的职业教

育发展实践，这些地方政府不仅从职业教育发

展中获取了可见的效益，而且希望继续通过职

业教育发展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因此，这些地

方政府往往支持职业教育政策试点。鉴于产业

转型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地方政府也需要根据

产业发展的具体态势适时转换政策工具。中央

政府可以对地方政府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进行

宏观性、方向性的调整，并对地方政府发起的

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拥有最终的裁决权，决定地

方政府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能否在更大范围内

扩散推广。这种模式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多见

于地方发起职业教育改革的初期，在政策空间

允许范围之内根据区域发展需要，独立自主进

行职业教育政策创新。

四、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案例解读

由于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特殊性和复杂

性，要深入分析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发起方式

与政策空间，不仅要建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

理论分析框架，还要通过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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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来检验理论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与适用

性。因此，本研究选取了我国四个典型的职业

教育政策试点案例，基于案例来解读职业教育

政策试点的内在逻辑，以期形成更加完善的职

业教育政策试点分析框架。

（一） 指令型试点：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

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17〕 95 号） 指

出，根据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支持

若干有较强代表性、影响力和改革意愿的城市

开展产教融合试点。2019年，《国家产教融合

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建设产教融合型

城市。2021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教

育部公布了首批21个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

名单，试点城市以地级城市为主，覆盖了我国

东中西部不同地区，与国家产业和生产力布局

相匹配。根据《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

案》，由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统筹试点工作，

指导试点城市产教融合试点方案制定与实施。

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按照实施方案要求，结合

区域产业发展和生产力布局情况积极制定产教

融合型城市试点的地方性文件。截至2022年

10月，首批21个试点城市均已完成了产教融

合型城市试点方案的制定，有些省份还出台了

地方层面的深化产教融合实施意见。

在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过程中，中央政府

的政策目标明确，主要是在试点城市及其所在

省域内打造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产教融合型行

业，在产教融合制度和模式上为全国提供可以

借鉴和复制的经验。同时，在试点实施方案中

明确了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要求省级政府

做好区域内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实施工作，要

求试点城市落实好主体责任。地方政府按照中

央政府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制定了本地的产教

融合实施方案，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产教融合模式，如福建省泉州市以产业园建设

为核心的产教融合模式，又如天津市津南区以

教育园区建设为核心的产教融合模式。产教融

合型城市试点由中央政府发起，选定城市进行

试点，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十分明确，地方政

府的政策空间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试点城市

及其所在省份也明确自身的职责与任务，土

地、金融、财政、税收等资源配置因政策工具

的明确而相对稳定，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的运

行机制也因此较为稳定，多个试点城市建立了

工作协调机制，明确各政府部门在产教融合发

展中的职责，促进产教融合发展工作高质量、

高效率运行。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产教融

合型城市试点是一种典型的指令型试点。

（二） 授权型试点：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

验区建设

我国先后于2002年和2005年颁布了《国

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

定》（国发〔2002〕 16号）和《国务院关于大

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 〔2005〕 35

号）两个重要文件，提出建立和完善中央政府

与地方政府分级管理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为

了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教育部与地方政府联合

建立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2005 年，

教育部与天津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天津市人民

政府 教育部关于共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

区的意见》（津政发 〔2005〕 85号），并联合

制定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建设实施方

案》。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建设实

施方案》，建立由教育部和天津市共同组成的

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天

津市教育委员会，负责试验区日常工作，天津

市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

区。经过多年的发展，天津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试验区成效显著，在此基础上，教育部又与河南

省、四川省、辽宁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方政

府联合共建了十余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

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建设过程中，

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明确，主要是探索职业教

育发展规律，通过区域职业教育改革先行先

试、积累经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支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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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改革。地方政府结合区域职业教育发

展优势，考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需要，初步制

定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的建设方案，并在

建设方案中根据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

实际与教育部商定政策工具。之后，与教育部

协商沟通，明确教育部对于试验区建设的管理

职责、支持政策，形成最终的职业教育改革试

验区建设方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建设

由中央政府发起，选定省份（直辖市）进行试

验区建设，政策目标相对明确，但是中央政府

对于政策工具选择并不十分明确，地方政府的

政策空间相对较大。地方政府明确自身在职业

教育改革试验区建设中的职责与任务，而政策

工具的不明晰使得资源配置变化较大，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建设的运行机制也会因此而

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教育部与地方政府

试验区领导小组工作机构的会商机制定期召开

工作协商会议，为央地政府协商、讨论、调整

试验区运行机制提供了渠道。通过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建设属于典

型的授权型试点。

（三） 探索型试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2012年，江

苏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组织申报2012年江

苏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项目的通知》

（苏教高〔2012〕5号），并制定了《2012年江

苏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设计了“中高职3+2或 3+3分段培养”

“中职与普通本科‘3+4’分段培养”“高职与

普通本科分段培养”“高职与普通本科联合培

养”“‘双专科’高职教育”等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试点项目，率先在全国探索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建设，引起了广泛关注。2013年，《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2014年，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国发〔2014〕 19号）明确了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设路

径。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强调完善学历教育与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并要求开展职业教育本科试点工作。随

后，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等省份启动职业

本科教育试点工作。截至2023年11月，经教

育部公布的本科职业学校累计35所，为完善我

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中，地方政

府首先发起试点，政策目标主要是探索技能型

人才培养制度，增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社会

服务能力，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同时，在

实施方案中明确了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规

定了试点项目的申报、评议、审批程序。地方

政府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的积极探索既

是为了解决区域职业教育问题，也是为了回应

中央政府的期望和要求，并在试点实践中形成

了可复制推广的发展模式。在地方政府进行职

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时，中央政府并未明确表

态，但在随后的政策文件中明确了建设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的目标。现代职业体系建设试点由

地方政府率先发起，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试点

项目，遴选试点院校，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明

确，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间相对较小。地方政府

明晰自身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中的职

责与任务，资源配置因政策工具的确定而较为

稳定，现代职业体系建设试点的运行机制也因

此而相对稳定。经过地方政府的探索以及中央

政府的推动，有关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政

策逐渐完善，中央政府逐步在全国层面构建和

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通过上述分析，可以

看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属于较为典型的探

索型试点。

（四） 开放型试点：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试点

高职院校单独招生是高职院校根据相关政

策独立组织考试招生的一种选拔方式，需要在

每年高考之前完成录取工作。2003年，黑龙

江省在全国率先开始探索高职院校单独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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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伟, 2012）。2004年 5月，江西省教育厅

同意江西先锋软件学院开展单独招生试点，随

后，又同意20所独立设置高职院校进行单独

招生试点。黑龙江省和江西省自主探索高职院

校单独招生的政策试点，为全国层面的高职院

校招生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也引起了中

央政府的注意。2005年，教育部在上海选择

了3所民办高职院校进行单独招生试点。2006

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

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 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意见》（教高〔2006〕 14号）明确鼓

励示范性高职院校进行单独招生试点。2007

年，经教育部批准，江苏省、浙江省、湖南

省、广东省等4省8所高职院校开始单独招生

试点。自此之后，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试点在全

国范围内铺开，实现了由地方政府自主发起再

推广到全国的政策扩散，对我国高职院校招生

制度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试点过程中，最初，

中央政府对于政策信息了解较少，地方政府对

政策有独立的需求和探索。地方政府的政策目

标相对明确，主要是探索区域高职院校招生制

度改革路径，由于最初开始试点的省份只选择

了数量有限的高职院校开展单独招生试点，政

策工具也是在实践中选择和使用。地方政府在

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试点中的尝试改变了以往的

高职院校招生方式，具有很强的示范和引领作

用，所以中央政府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高职

院校单独招生试点。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试点由

地方政府发起，自行选择和组织高职院校展开

试点，政策目标相对明确，但是政策工具并不

明确，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间相对较大。地方政

府明确自身在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试点中的职责

与任务，支持试点的资源配置因政策工具的不

确定而缺乏稳定性，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试点的

运行机制也因此而不稳定。经过地方政府的探

索和中央政府的政策推广，高职院校单独招生

政策逐渐完善，中央政府开始全面部署相关工

作，促进高职院校单独招生政策合法化、制度

化。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高职院校单独招

生试点属于典型的开放型试点。

五、结语

本研究依据发起方式和政策空间两个维度

建构了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发起方式—政策

空间”分析框架，将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模式分

为四种理想模式，这四种模式在职业教育改革

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当地方政府政策空间

较大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地方自主”的方

式发起“开放型试点”， 中央政府可以通过

“中央指定”的方式发起“授权型试点”，从而

探索出具有地区特点、中国特色的创新性职业

教育改革政策方案和实施程序。在适合的制度

环境下，这些政策方案和实施程序可以进入中

央政府的政策议程并引发更大规模的职业教育

改革。当地方政府政策空间较小时，地方政府

可以通过“地方自主”的方式发起“探索型试

点”，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中央指定”的方式

发起“指令型试点”，从而摸索出适合区域经

济发展需求和职业教育发展实际的政策方案和

实施程序，进而减少职业教育改革的阻力并为

中央政府职业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提供合法性

与合理性依据。

当职业教育改革可能引发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矛盾或者冲突时，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灵活

性可以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推进职业教育改

革提供新的可选择的路径，即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可以及时转换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模式。

实际上，在中央政府指定的情况下，职业教育

政策试点不仅不会影响到中央政府的权威，而

且还可以降低中央政府推行职业教育政策的风

险和成本，规避中央政府直接推动职业教育改

革可能产生的僵局，是一种兼具稳定性与灵活

性的职业教育政策过程。地方政府先行先试也

增加了职业教育政策选择的多样性，而且，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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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政策试点也锁定了中国职业教育改革

的渐进性路径，地方政府绝不仅仅是中央政

府职业教育政策的执行者，更是我国职业教

育改革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

行为的发起者和实施者。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在类型学意义上

提出了分析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分析框架，

从静态层面将职业教育政策试点分为了四种

理想模式。这样的分类是为了方便理论阐释。

在实际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中，由于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好和权力消长，职业

教育政策试点可能同时包含多种试点模式，

或者在不同历史时期选择不同的试点模式，

或者在试点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试点模式。

就此而言，本研究提出的分析框架并非要对

职业教育政策试点进行一个决定性的划分，

而是希望为理解我国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提供

一种结构化的思维方式。这样不仅有利于职

业教育政策的理论创新，也有利于助推职业

教育改革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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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tion Methods and Policy Spac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Vocational Edu⁃
cation Policy Pilots

Li Yang and Pan Haisheng
Abstract: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pilot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some regions to take the lea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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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e experienc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pilot designa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the main initiator and promoter. While i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pilot independently initiat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its action strategy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lthough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a certain policy space. According to the initiation methods of vo-

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pilots and the space of local government policy,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pilo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ideal models: directive pilot, authorized pilot, exploratory pilot and open pilot.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four cas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pilots, including the city pilot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pilot zon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

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separate enrollment pilo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connotation

and logic of the four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pilot models were ex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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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have proposed various suggestions for the design of adult online cours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a specific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level cognitive abilities such as pro-

blem-solving.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learning, constructs a framework for adult online

course design oriented towards problem-solving from five dimensions: cognition, interaction, emotion, activity,

and environment. It explor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framework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dults' pro-

blem-solving skills in real teaching processes and investigates how the five dimensions influence the develop-

ment of adults' problem-solving skills through path analysis. Enhancing problem-solving skills requires adult

learners to engage in active and meaningful knowledge constru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urse design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Cognitive transfer occurs during teacher-student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s, and a posi-

tive atmosphere and a mutual assistance learning community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ultivation of prob-

lem-solving skills. The design of adult online courses should focus on subjectivity, practicality, constructiveness,

and orienta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assist in the design of adult online courses aimed at problem-solv-

ing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targeted design of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interventions.

Keywords: adult online courses; problem-solving; deep learning; activity theory; desig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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